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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再犯类型的差异化风险因素研究

汪晓翔，刘仁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20)

【摘 要】 对 881名在押犯人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再犯群体与初犯群体在多个社会因素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同时再犯群体在多项风险因素得分上显著高于初犯群体; 社会学习理论、一般紧张理论和
自我控制理论的部分论断都得以证实; 不同再犯类型即暴力型再犯、财产型再犯、毒品型再犯和多样型
再犯的风险因素呈现差异化的特征。研究的结果反映了犯罪学理论综合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在刑事司法
实践中，针对不同罪犯类型需采取差异化的预防和矫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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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再犯是指一个人由于某种犯罪行为被干预或

惩治之后又重新犯罪的现象，再犯也可指重新犯

罪的犯人。早在 1972 年，沃夫冈 ( Wolfgang) 等
人［1］的重要研究就表明小部分的罪犯犯了世界上

绝大部分的罪行，降低再犯率是世界各国矫正制

度的核心目标之一，因此，再犯问题是各国研究

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识别与掌握
再犯群体的风险因素，不仅有利于社会从源头上

减少犯罪的发生，还可以为司法机关在罪犯矫正

和犯罪预防方面提供切实有力的理论指导。
以往关于再犯风险的研究中，所有的风险因

素可以分为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包括
精神障碍、个人特征、较早的初犯年龄、药物滥
用甚至智力低下等。环境因素包括低质量的生活
条件、不良的童年经历、错误的教养方式、与犯
罪同伴的交往、贫困的社区环境等。在一个较早

的元分析中，有学者回顾了 131项研究并且累计产
生了 1141个与再犯相关的因素，其中最强的预测
因素是年龄、性别、反社会行为史、家庭因素、
社会成就等［2］，大部分的预测因子在不同时间段

内仍保持稳健的结果。而最近一个对成年人再犯
的元分析，将 1994 年至 2015 年间共 19 篇文章纳
入全文分析并识别了 35个预测因素，其结果表明，
一般违法者的主要预测因素是药物滥用和精神健

康问题，而其他较强的预测因素是儿童期被忽视

和虐待、帮派参与、种族和性别等［3］。通过对再
犯风险因素知识的累积，研究者们已经以科学的

方法创建了再犯风险因素的评估工具或量表。其
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Level of Service Inventory －
Ｒevised”，缩 写 为 LSI － Ｒ，是 由 安 德 鲁 斯
( Andrews ) 和邦塔 ( Bonta ) 在 1995 创建［4］。
LSI－Ｒ包含 10个方面 54 项，是预测罪犯再犯的风
险评估工具，主要方面包括犯罪史、教育 /就业、
家庭 /婚姻、情感、酒精 /毒品问题等。类似的量
表还有 “Youth Level of Service /Ca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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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 ( YSL － CMI ) ［5］和 “Ｒecidivism Ｒisk
Assessment Instruments”［6］等。
而在中国，关于再犯的实证研究早期主要集

中在再犯率问题上。例如，有学者回顾了 20 年来
关于中国再犯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所有关

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再犯的研究都
报告了较低的再犯率 ( 均低于 10%) ［7］。长期以
来，我国相对较低的再犯率一直备受关注，在这

种情况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特殊的传统或社会

背景可能有助于降低再犯率［8］，但这一方面仍缺

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来佐证。目前只有少数研究探
讨了中国社会中再犯的风险因素问题。其中一项
研究将 1804 名囚犯分为第一次入狱的犯人和有多
次入狱经历的犯人，即初犯和再犯两类群体，研

究者运用 3种主要理论对再犯进行了预测，发现同
伴犯罪行为、低自我控制能力和消极情绪都是再
犯的预测因素［9］。
综合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现有的文献尚有

以下不足: 首先，尽管以往的研究对于再犯的风

险因素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却鲜有在一定的

理论框架下进行，即对于犯罪学相关理论进行应

用和扩展。其次，对于再犯风险的研究，通常只
是区分再犯和非再犯，而没有进一步区分不同的

再犯类型，因而无法得知不同再犯类型特殊的潜

在风险因素。再次，再犯风险因素相关的实证研
究在中国仍然相当缺乏。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
研究基于中国在押犯人的样本数据，在几种主要

的犯罪学理论指导之下，先探索再犯群体和初犯

群体之间的差异，再将再犯群体分为不同的类别，

探索不同类别间潜在的差异化的风险因素，以期

增加我们对于再犯风险因素的认知，并拓展犯罪

学理论的适用范围。

二、研究方法

( 一) 理论和假设

很多犯罪学理论不仅具有宏观的理论建构，

还在具体的可操作化层面提出了测量指标，因此，

在调查问卷体量有限的情况下，以犯罪学理论为

指导，有助于我们确定将哪些风险因素纳入研究。
在国际犯罪学领域中已被广泛应用的犯罪学理论，

主要阐述犯罪行为的原因，而在相应的操作层面，

研究者们通常采取比较犯罪者和非犯罪者两个群

体的方式来实现对这些理论的检验。但笔者认为
对犯罪学理论的检验也应该纳入再犯群体和初犯

群体的比较中来，这也符合理论诠释的逻辑，因

为某种被认定的风险因素如果会增加犯罪的概率，

那么它也必然会增加重复犯罪的概率。基于理论
内涵和以往的经验研究，本研究将涉及犯罪学领

域中的社会学习理论、自我控制理论和一般紧张
理论，选择这些主流犯罪学理论的主要测量指标

作为预测再犯的风险因素，同时也可以考察这些

理论一定程度上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
社会学习理论是犯罪学领域最悠久的理论流

派之一，该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是通过与他人特别

是亲密的家人和朋友的互动而习得的［10］，具体的

机制则是通过模仿和差别化的强化而习得的［11］，

同时社会学习理论也被扩展到宏观层面，通过关

注更大环境的特征或文化来解释群体差异［12］。在
该理论视角下，犯罪同伴与个体犯罪行为的相关

性得到了大量文献的支持，也包括在中国开展的

研究［13］。鉴于此，本研究将以犯罪同伙作为测量
社会学习理论的指标。自我控制理论则将关注点
放在个体幼儿时期由父母失败的育儿实践所导致

的个人特质，即低自我控制能力，该理论由戈特

弗雷德森 ( Gottfredson ) 和赫希 ( Hirschi ) 提
出［14］，他们认为低自我控制能力可以用来解释所

有类型的违法和犯罪行为。本研究将采用格拉斯
密克 ( Grasmick) 等人的自我控制量表作为自我控
制理论的指标［15］。紧张理论 ( Strain Theory) 作为
犯罪学领域的又一个理论传统，认为犯罪行为是

个体在面临 “紧张 ( Strian ) ”时做出的应对行
为。阿格纽 ( Agnew) 是紧张理论的集大成者，于
1992 年正式提出了更加全面的 “一般紧张理
论”［16］。“紧张”的形式和内容很多样，其中儿童
期虐待经历作为紧张理论所阐述的个体最重要的

紧张形式之一，已被实证研究证明其对再犯的预

测性［17］。本研究将以个体的儿童期虐待经历作为
一般紧张理论的测量指标。
尽管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犯罪的原因，

但当代的犯罪学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犯罪行为

的复杂性。犯罪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它潜在地
受到一系列个体内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存在

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各个层面，并在生命周期
的不同阶段产生影响［18］。因此应当用更加综合的
视角去解释犯罪行为，当代犯罪学理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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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①也说明了这一点。本研究将从社会学习
理论、自我控制理论和一般紧张理论的综合视角
出发，探索再犯的风险因素。根据上述理论的基
本思想，我们针对各个理论的指标变量与再犯的

关系提出具体可操作化的假设，并基于实证调查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验证这些假设是否成立。
首先，基于中国在押犯人的样本数据，本研

究将所有在押犯人分为再犯群体和初犯群体，我

们认为每个理论在总体上对于再犯都具有某种解

释力，因此提出假设 1: 再犯群体相对于初犯群
体，有更多的犯罪同伙，自我控制力更低，遭受

的童年虐待经历更多。其次，我们认为不同的再
犯群体专注于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行为，如暴力

型再犯、财产型再犯、毒品型再犯和多样型再犯
等，背后可能存在潜在的特定驱动力，因此将再

犯分成不同类别之后，不同的理论可能只对特定

的再犯类型具有解释力。综合的理论视角体现在
将不同的理论指标变量同时纳入到关于再犯类型

的同一个分析模型中，各理论指标变量并不一定

与所有再犯类型呈现关联性，而只与特定类型的

再犯呈现关联性。因此，基于不同理论的阐释和
相关经验研究，我们会针对每个指标变量与特定

再犯类型的关系作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即假设 2到
假设 4。由于以往的研究发现犯罪同伴与各种类型
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由此我们

认为本研究中犯罪同伙与各种类型的再犯群体都

具有相关性，因此提出假设 2: 犯罪同伙显著增加
所有的再犯类型的可能性。自我控制理论认为，
自我控制能力低的个体会根据不同的犯罪机会而

做出不同的犯罪行为，低自我控制应至少与多样

型再犯呈现关联性，故提出假设 3: 低自我控制显
著增加多样性再犯的可能性。依据一般紧张理论，
紧张诱发犯罪，但不同形式的紧张可能有不同的

结果，以往的研究表明，儿童期的性虐待［19］和身

体虐待［20］经历与暴力犯罪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因此我们认为，有童年虐待经历的罪犯更有可能

专门从事暴力犯罪，故提出假设 4: 儿童期虐待经
历显著增加暴力型再犯的可能性。
( 二) 样本

本调查于 2018年 10月进行，被调查者分别来

自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 3个不同省份的 3所成年
男性监狱，这 3所监狱都关押着各类型成年男性罪
犯，刑期跨度从 3年以下到终身监禁。考虑到中国
监狱系统的访问权限有限，这是一种使数据相对

更具代表性的方法。发放和收集调查问卷的人员，
事先经过培训，将纸质版的调查问卷带进监狱收

集数据。由于没有提供抽样框，无法实现随机采
样，调查对象的选取依照方便抽样的方式进行，

在没有监狱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完成问卷调查。所
有受访者均自愿和匿名参与这个调查，且被告知

该调查结果不会影响到他们在狱中的表现。最终
得到有效问卷 881份，有效回收率为 88%。
( 三) 测量

1. 再犯与初犯
再犯常用的测量方法是选取一组同期释放的

罪犯，追踪一定的时间然后记录他们再次犯罪的情

况。由于追踪研究的困难和限制，本研究为横截面
试的调查，将采用梅斯纳 ( Messner ) 等人的方
法［9］，把所有犯人分为再犯组和初犯组，即以前进

过监狱的被试者为再犯，本次入监为第一次入监则

被视为初犯。因此再犯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 “1”
表示再犯组，“0”表示初犯组。其中再犯组 n = 222
( 25. 9%) ，初犯组 n=636 ( 74. 1%) 。

2. 再犯类型
被试者报告了他们本次入狱和之前的犯罪经

历中所犯下的具体罪行。对受害者进行威胁、强
迫或产生人身伤害类的犯罪被认定为暴力型犯罪，

如杀人、强奸、抢劫、伤害、绑架和持有武器等;
财产型犯罪是指非法取得、损害财物或者非法获
取其他经济利益的犯罪，如盗窃、诈骗、走私及
以金钱为目的而进行的非法经济活动等; 毒品型

犯罪是指非法持有、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犯
罪。基于本次入狱的罪行和以往的罪行，我们将
再犯群体进一步分类。
界定单次犯罪类型相对容易，但由于许多再

犯的既往经历中往往会包含一种以上的罪行，因

此要确定再犯类型就比较复杂。这要涉及犯罪生
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即犯罪专业化 ( Crime
Specialization) ，目前在国内还鲜有犯罪专业化的研
究。犯罪专业化指在一定时期内或整个犯罪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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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代犯罪学理论一个显著的发展方向为整合理论( Integrated Theory) ，即将不同犯罪学流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概念纳
入到一个整体的理论构想中，以期增加对于犯罪现象的综合解释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为阿格纽( Agnew) 提出的宏观的紧张
理论( Macro General Strain Theory) ，将社会学习和社会控制的概念纳入原有的紧张理论体系之中，扩大了原有理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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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再犯倾向于犯同一种类型的犯罪。对于
犯罪专业化的测量，有两种传统的概念化模式，

即连续性或多样性［21］。连续性指一个犯人在一定
时期内连续犯同一种类型的犯罪，连续性出现越

多就越显示出犯罪专业化; 而多样性是指在一个

犯人多次的犯罪记录中，某一种类型的犯罪占据

大多数，即多样性越弱越显示出犯罪专业化。对
于显示出犯罪专业化的犯人，即可界定为某一种

类型的再犯，如某犯人专注于财产型的犯罪，即

可界定为财产型再犯。根据数据的基本概况，我
们确定了一种分类方式，可同时满足连续性和多

样性这两种犯罪专业化测定方法。即过去只犯过
财产型犯罪，且本次也只犯财产型犯罪的犯人可

以被认定符合专注于财产型犯罪的犯罪专业化，

也就是该再犯到目前为止的犯罪生涯中只犯过财

产型犯罪，因此既满足同一类别犯罪的连续性，

又满足既往犯罪类型的弱多样性。基于此种考虑，
再犯群体中，本次和以往的犯罪经历都为暴力型

犯罪的人被视为暴力型再犯，同样本次和以往犯

罪经历都为财产型犯罪或毒品型犯罪的人被视为

财产型再犯或毒品型再犯，而本次和以往的犯罪

经历包含两种以上罪行时被视为多样型再犯。4 种
再犯类型的数量分别为: 暴力型再犯 46 人，财产
型再犯 37 人，毒品型再犯 26 人及多样型再犯
88人。

3. 自变量
根据前述所知，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犯罪同伙、

低自我控制和儿童期虐待经历。
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来看，犯罪同伴的测

量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有犯过罪的朋友来衡

量的。在我们的研究中，由于被试都是在押犯人，
可能大多数受访者都有犯罪朋友。因此，我们更
进一步询问被试者是否有过犯罪同伙: “您之前的
犯罪经历中，是否有人与您一起进行过违法或犯

罪活动?”犯罪同伙的测量为二分类别变量: 1 =有
犯罪同伙; 0=没有犯罪同伙。
低自我控制的测量如前所述来自 Grasmick 等

人［15］的量表。本研究取原量表中 12 个条目组成，
取均值形成连续性变量，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控制

能力越低。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 Alpha值为 0. 851。
儿童期虐待经历是询问被试者 18 岁成人之前

的受虐待经历，本研究包括 3种类型的虐待: 身体
虐待、情感虐待和性虐待。身体虐待和情感虐待

都由 4个条目来衡量，但由于偏态分布，最终都分
为包含 3组的类别变量: 0 =无虐待组，1 =轻微虐
待组，2=严重虐待组。性侵犯由两个条目来测量
且最终分为两组: 0=无虐待组; 1=有虐待组。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含 5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及儿童期社

会支持。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教育程度、
本次入监前的婚姻状况、本次入监前的工作状况
及户口类型。年龄是从 16岁到 68岁的一个定比变
量。教育程度作为有序变量被分为 3 组 ( 1 =小学
及以下，2 =初中，3 =高中及以上) 。本次入狱前
的婚姻状况分为 3 组 ( 1 =未婚，2 =已婚，3 =离
婚) 。将婚姻状况分为该 3 组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观
念中，相对于未婚和已婚，离婚被认为是不正常

或不好的状态，且犯罪行为与破裂的婚姻状况具

有关联性，而其他类型的婚姻状况，如再婚或丧

偶，只有少数几个案例，所以我们把他们纳入第

三组与离婚群体的人放在一起。剩余 2个人口学变
量都是二分类变量，其中户口分为农村户口和城

市户口 ( 0=农村户口，1 =城市户口) 。本次入狱
前的工作状况是根据被试者在入狱前是否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来衡量 ( 0=有工作，1=没有工作) 。
由于本研究中的主要变量如低自我控制和儿

童期虐待经历等，都与个体在未成年阶段的成长

经历有关，我们纳入儿童期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作

为一个控制变量，以期获得关于自变量更加确定

性的结果。社会支持通过一组 18 岁之前所感知的
社会支持的问题来测量，这些问题借用了齐梅特

( Zimet) 等人的感知社会支持的多维量表［22］。在
翻译过程中，根据汉语的特殊语境对一些问题进

行了微调。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我们最终确定
了与家庭和朋友有关的 7 个条目: “你觉得有人重
视你”“你有可以寻求保护的家人”“家里人彼此
互相关心”“你的朋友会帮助你处理困难” “需要
用钱的时候家人会给钱你”“当你遇到麻烦时，家
人会支援你”及 “你有可以讨论重大决定的朋
友”。所有条目的答案为该情形发生频率的 4 分李
克特量表，所有条目其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
Alpha 为 0. 849。

三、结果

本文采用 SPSS 22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缺失
数值进行了多重插补。主要分析方法为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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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 T检验和多项逻辑回归。
( 一) 描述性分析及关于再犯的双变量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呈现在表 1前三列，第一
列是变量的名称，第二列是各变量的编码，第三

列为各类别变量的各组百分比和各连续性变量的

平均值及标准差。例如，对于教育程度而言，所

有参与调查的在押犯人中有 35. 7%的人教育程度
为“小学及以下”，45. 0%的人教育程度为 “初
中”，只有 19. 3%的人教育程度为 “高中及以上”。
在整体样本中，再犯和初犯分别占比 25. 9%和
74. 1%，这意味着 25. 9%的受访者在本次入监之前
已经有过入狱经历。

表 1 描述性及双变量分析 ( N=881)

类别变量 编码 比例 ( %) 初犯 ( %) 再犯 ( %) 卡方检验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5. 7% 67. 5% 32. 5%

初中 45. 0% 76. 9% 23. 1%

高中及以上 19. 3% 79. 6% 20. 4%

11. 02＊＊

户口
农村户口 70. 0% 77. 0% 23. 0%

城市户口 30. 0% 67. 4% 32. 6%
8. 95＊＊

婚姻状况

未婚 39. 7% 76. 4% 23. 6%

已婚 42. 6% 79. 0% 21. 0%

离婚 17. 6% 56. 9% 43. 1%

28. 60＊＊＊

工作状况
有工作 73. 8% 76. 9% 23. 1%

无工作 26. 2% 66. 5% 33. 5%
9. 40＊＊

犯罪同伙
无 53. 4% 81. 6% 18. 4%

有 46. 6% 65. 5% 34. 5%
35. 69＊＊＊

性虐待
有 11. 2% 64. 0% 36. 0%

无 88. 8% 75. 3% 24. 7%
5. 22*

情感虐待

无 37. 1% 79. 4% 20. 6%

轻微 33. 4% 73. 9% 26. 1%

严重 29. 4% 67. 7% 32. 3%

10. 18＊＊

身体虐待

无 40. 4% 78. 0% 22. 0%

轻微 35. 2% 71. 8% 28. 2%

严重 24. 4% 71. 2% 28. 8%

4. 63

连续性变量 编码 均值 ( 标准差) 初犯 再犯 T检验

年龄 16－68 33. 98 ( 9. 05) 33. 3 ( 8. 99) 35. 8 ( 8. 85) －3. 53＊＊＊

低自我控制
12个条目
5分量表

2. 80 ( 0. 58) 2. 76 ( 0. 56) 2. 93 ( 0. 61) －3. 75＊＊＊

社会支持
7个条目
4分量表

2. 84 ( 0. 78) 2. 90 ( 0. 76) 2. 70 ( 0. 81) 3. 34＊＊

* p＜. 05; ＊＊ p＜. 01; ＊＊＊p＜. 001

在描述性分析之外，各变量与再犯类别分别

进行了双变量间的交互分析。表 1第四列和第五列
呈现了各变量与再犯类别之间的交叉表结果 ( 表

中数值为行百分比) ，第六列为相应的统计检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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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别为类别变量的卡方检验结果和连续变量

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例如，不同教育程度
组别中， “小学及以下”组中有 32. 5%的人为再
犯，明显高于 “初中”组的 23. 1%和 “高中及以
上”组的 20. 4%，卡方值为 11. 02，对应 P 值小于
0. 01，显示出统计显著性，事后检验表明教育程度
为“小学及以下”的群体，其再犯比例显著高于
其他两个组别。这表明低教育水平是再犯的一个
风险因素，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人

群，重复犯罪的可能性更高。通过双变量交互分
析可知，再犯和初犯几乎在所有的变量中都存在

显著的差异。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再犯的
风险因素还包括年龄、城市户口、离婚和无工作。
再犯群体的平均年龄 ( 35. 8) 显著高于初犯群体
的平均年龄 ( 33. 3) ( T = －3. 53，P＜0. 001) ，这
与我们的常识一致，即年龄更大的人有更多的机

会犯下更多的罪行。无工作极大地增加了再犯的
可能性，无工作组的再犯比例为 33. 5%，而有工
作组的再犯比例为 23. 1% ( χ2 = 9. 40，P ＜0. 01) 。
不同婚姻状况类型中，已离婚群体中再犯的比例

为 43. 1%，显著高于未婚群体的 23. 6%和已婚群
体的 21. 0% ( χ2 = 28. 60，P＜0. 001) ，证明破裂的
婚姻关系与再犯有极强的相关性。城市户口人群
中再犯比例 32. 6%，远高于农村户口人群中
23. 0%的再犯比例 ( χ2 = 8. 95，P＜0. 01) ，证实了
城市户口的犯罪人群重复犯罪的可能性高于农村

户口的犯罪人群。另一个控制变量即儿童期的社
会支持，在再犯和初犯群体中也存在显著差异，

再犯群体在成年以前所获得的社会支持 ( 2. 70 )
显著低于初犯群体 ( 2. 90) ( T= 3. 34，P＜0. 01) 。
对于本研究所关注的 3个主要自变量，犯罪同

伙、低自我控制和儿童期虐待经历均呈现出与再
犯高度的关联性。有犯罪同伙的群体中再犯的比
例高达 34. 4%，显著高于无犯罪同伙群体中
15. 2%的再犯比例 ( F = 35. 69，P ＜0. 001) 。再犯
群体的低自我控制能力得分 ( 2. 93) 显著高于初
犯群体 ( 2. 76) ( T = －3. 71，P＜0. 001) ，说明再
犯群体的自我控制力显著低于初犯群体。对于虐
待经历，尽管再犯和初犯的差异在身体虐待上不

存在统计学显著性，但遭遇性虐待的群体中再犯

比例为 35. 6%，显著高于无虐待群体 24. 4%的再
犯比例 ( F = 5. 22，P ＜0. 05) ，同时，遭遇严重情
感虐待经历的群体其再犯比例为 32. 0%，显著高
于无情感虐待群体 20. 2%的再犯比例 ( F = 10. 18，

P＜0. 01) 。因此，以上结果证实了本研究的第一个
假设，即再犯群体相对于初犯群体，有更多的犯

罪同伙，自我控制力更低，遭受的童年虐待经历

更多。
( 二) 关于再犯类别的多变量分析

上述关于再犯与初犯的双变量分析只是再犯

风险因素的总体初步评估，要确定不同再犯类型

的风险因素，需要在综合考虑所有变量的影响下，

将不同类别的再犯与初犯群体分别进行比较。鉴
于再犯类型是一个多分组的类别变量，我们采用

多项逻辑回归的方法构建分析模型。表 2呈现了以
初犯为参照组的不同再犯类型的多项逻辑回归结

果。B ( S. E. ) 表示该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和标准偏
差，OＲ则为优势比 ( Odds Ｒatio) 。其中教育程度
和婚姻状况的参照组分别为 “高中及以上”和
“离婚”，而情感虐待和身体虐待的参照组均为
“无虐待”。
在双变量分析中，尽管几乎所有变量都呈现

出与再犯较强的关联性，但在针对不同再犯类型

的多变量分析中，各变量的显著性在不同的再犯

类型中呈现差异化的分布，即在控制了多变量的

影响后，各再犯类型的风险因素呈现差异化，没

有一个变量是对所有再犯类型都具有显著性的。
本研究所关注的 3个主要自变量也对不同再犯类型
呈现差异化的效应。犯罪同伙是最显著的变量之
一，与除毒品型再犯之外的另外 3种再犯类型都具
有显著的相关性，即相对于无犯罪同伙的人而言，

有犯罪同伙的人成为暴力型再犯 ( OＲ = 3. 00，P＜
0. 01) 、财产型再犯 ( OＲ = 4. 21，P ＜0. 01) 和多
样性再犯 ( OＲ= 2. 11，P＜0. 05) 的可能性分别是
其 3. 00倍、4. 21 倍和 2. 11 倍。虽然犯罪同伙对
于毒品型再犯没有显著性，但此结果也基本上证

实了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即犯罪同伙显著增加

所有的再犯类型的可能性。低自我控制分布对财
产型再犯和多样型再犯具有显著效应，即低自我

控制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成为财产型再犯 ( OＲ
= 1. 95，P＜0. 05) 和多样型再犯 ( OＲ = 2. 02，P＜
0. 01) 的可能性分别增加 0. 95倍和 1. 02倍。这个
结果证实了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即低自我控制

显著增加多样性再犯的可能性。对于成人之前的
虐待经历，情感虐待没有显示出显著性，但遭受

过性虐待的人成为暴力型再犯的可能性是无此经

历之人的 2. 39 倍 ( OＲ = 2. 39，P＜0. 05) ; 而遭受
过轻微身体虐待的人成为暴力型再犯的可能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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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身体虐待经历之人的 2. 47 倍 ( OＲ = 2. 47，P ＜
0. 05) 。这个结果证实了本研究的第四个假设，即

儿童期虐待经历显著增加暴力型再犯的可能性。

表 2 关于再犯类别的多项逻辑回归 ( N=881)

暴力型再犯 财产型再犯 毒品型再犯 多样型再犯

年龄

B ( S. E. ) OＲ B ( S. E. ) OＲ B ( S. E. ) OＲ B ( S. E. ) OＲ

. 02 ( . 02) 1. 02 . 03 ( . 02) 1. 03 . 05 ( . 03) * 1. 06 . 02 ( . 02) 1. 02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6 ( . 50) 1. 18 . 46 ( . 58) 1. 59 1. 80 ( . 87) * 6. 07 . 29 ( . 36) 1. 33

初中 . 02 ( . 52) 1. 02 －. 45 ( . 59) . 64 1. 01 ( 0. 92) 2. 75 . 02 ( . 36) 1. 02

城市户口 －. 29 ( . 43) . 75 －. 79 ( . 49) . 46 1. 80 ( . 51) ＊＊ 6. 03 . 65 ( . 27) * 1. 92

婚姻状况

未婚 －. 51 ( . 45) . 60 －1. 15 ( . 54) * . 32 －. 83 ( . 60) . 44 －. 66 ( . 37) . 52

已婚 －1. 57 ( . 48) ＊＊ . 21 －. 51 ( . 45) . 60 －1. 43 ( . 55) * . 24 －. 42 ( . 31) . 66

无工作 . 05 ( . 35) 1. 06 . 35 ( . 44) 1. 42 . 84 ( . 47) 2. 31 . 41 ( . 27) 1. 50

社会支持 －. 15 ( . 23) . 86 －. 50 ( . 22) * . 61 －1. 06 ( . 40) ＊＊ . 35 －. 12 ( . 17) . 88

犯罪同伙 1. 10 ( . 39) ＊＊ 3. 00 1. 44 ( . 47) ＊＊ 4. 21 . 76 ( . 51) 2. 14 . 75 ( . 35) * 2. 11

性虐待 . 87 ( . 44) * 2. 39 . 77 ( . 56) 2. 15 . 14 ( . 77) 1. 15 －. 22 ( . 41) . 80

情感虐待

轻微 . 08 ( . 46) 1. 08 . 32 ( . 43) 1. 37 . 13 ( . 57) 1. 14 . 31 ( . 31) 1. 36

严重 . 73 ( . 46) 2. 07 －. 67 ( . 56) . 51 －. 04 ( . 63) . 96 . 49 ( . 35) 1. 63

身体虐待

轻微 . 90 ( . 44) * 2. 47 . 16 ( . 43) 1. 17 . 44 ( . 49) 1. 55 . 03 ( . 29) 1. 03

严重 . 13 ( . 53) 1. 14 －. 15 ( . 57) . 86 －. 34 ( . 73) . 71 . 00 ( . 35) 1. 00

低自我控制 . 29 ( . 33) 1. 33 . 67 ( . 33) * 1. 95 －. 35 ( . 44) . 70 . 70 ( . 22) ＊＊ 2. 02

假 Ｒ方 = . 304

* p＜. 05; ＊＊p＜. 01; ＊＊＊p＜. 001

除此之外，各个人口学变量也对不同再犯类

型呈现差异化的效应。年龄只对毒品型再犯有显
著性，但只呈现了较弱的效应，即年龄每增长一

岁，毒品型再犯的可能性只增加 6% ( OＲ = 1. 06，
P＜0. 05) 。相对于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犯人，小
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犯人成为毒品型再犯的可能

性是其 6. 07 倍 ( OＲ = 6. 07，P＜0. 05) 。城市户口
与毒品型再犯和多样型再犯都呈现显著的关联性，

相对于农村户口的犯人，城市户口的犯人成为毒

品型再犯的可能性是其 6. 03 倍 ( OＲ = 6. 03，P ＜
0. 01) ，成为多样型再犯的可能性是其 1. 92 倍
( OＲ= 1. 92，P＜0. 05) 。而离婚的婚姻状况与多种
再犯类型都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具体来讲，相对

于离婚群体，已婚群体成为暴力型再犯的可能性

降低 79% ( OＲ = 0. 21，P ＜0. 01) ，成为毒品型再
犯的可能性降低 76% ( OＲ = 0. 24，P ＜0. 05) ; 同
样相对于离婚群体，未婚群体成为财产型再犯的

可能性降低 68% ( OＲ = 0. 32，P ＜0. 05) 。除此之

外，儿童期的社会支持能够降低财产型再犯和毒

品型再犯的风险，社会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成

为财产型再犯的可能性降低 39% ( OＲ = 0. 61，P＜
0. 05) ，成为毒品型再犯的可能性降低 65% ( OＲ=
0. 35，P＜0. 01) 。

四、结论

基于中国在押犯人的上述实证调查，本研究

从 3个犯罪学理论视角出发，先从整体上探索了再
犯和初犯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然后将再犯分为不

同的类别从而探究出不同再犯类别之间存在的差

异化的风险因素。在弥补当前文献不足、基本证
实 4个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相关结果对于
犯罪学理论和刑事司法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启发

意义。
在理论层面上，本研究所考察的犯罪学理论，

即社会学习理论、自我控制理论和一般紧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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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再犯群体上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本

研究不仅支持了这些理论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

也验证了其在再犯群体的重复犯罪行为上的解释

力。但对于再犯进行进一步分类后，各个理论的
指标变量都只对部分再犯类型产生显著效应，这

表明每一个变量对于再犯的解释力都是有限的，

都只能解释部分的再犯行为。这个结果启示我们，
对于复杂的犯罪现象，每种犯罪学理论的解释力

都是有限的，需要我们综合考虑犯罪行为发生的

全方位原因，乃至综合不同的理论视角［23］。这个
结果也印证了当前犯罪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即综

合化的发展方向。
将再犯分为不同类型从而识别出了差异化的

风险因素，对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实际的指导意

义。不同再犯类型相关联的主要风险因素各不相
同，具体来讲，暴力型再犯的风险因素为虐待经

历和犯罪同伙; 财产型再犯的风险因素为犯罪同

伙、低自我控制和缺乏社会支持; 毒品型再犯的
风险因素为缺乏社会支持; 而多样型再犯的风险

因素为犯罪同伙和低自我控制。这种差异化的风
险因素启示我们，不同罪犯类型与不同的犯罪原

因相关联，因此在预防犯罪和矫正犯罪时都应该

针对不同罪犯类型采取差异化的措施。例如，对
于暴力型再犯，儿童期的虐待经历往往造成一定

的精神遗留问题从而导致其更容易对他人造成身

体伤害，而对于此类犯人的矫正可以有针对性地

改善和治疗由于虐待经历导致的精神创伤。对于
财产型再犯和多样型再犯，自我控制能力低是其

重复犯罪的重要原因，除了提高其自我控制能力，

在犯罪预防方面，应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尽可

能减少其所可能面临的犯罪机会。
尽管本研究所纳入的风险因素有限，但不同

再犯类别关联差异化的风险因素却是实质性的贡

献，本文从理论到数据分析结果都具有相当强的

逻辑性及连贯性，我们认为本文的一些主要发现

和结论，如儿童期虐待经历与暴力型再犯的关联

性，低自我控制与多样型再犯的关联性具有很强

的推广性。由于本文将再犯群体分成了 4种，而这
4种再犯当中是可以再具体细分的，如暴力型再犯
中可以有性犯罪再犯、致人伤害罪再犯等。由于
本文未做更细致的划分，在此不能下论断认为儿

童虐待经历一定适用于所有暴力型再犯的子类型，

但从总体上儿童虐待经历和暴力型再犯的关联性

是得以证实的。例如，如果我们研究发现总体上

男生身高高于女生，但这并不与 “部分发育不好
的男生身高低于女生平均身高”的事实相违背或
冲突。对于再犯类型更加细致的划分及探索其更
特殊化的风险因素，还需要未来更多的研究。
最后，对本研究中人口学变量所呈现出来的

与再犯的关联性也应该加以关注。处于离异的婚
姻状况显著增加多种再犯类型发生的可能性，这

说明离异的婚姻状况与重复犯罪具有很强的相关

性，由于离异代表着某种特定社会关系的断裂或

某种非正式社会控制的缺失，一定程度上说明维

系社会关系或社会控制对于控制犯罪或许有一定

的效果。此外，以往的观念认为随着经济的腾飞
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户口的居民涌入

城市，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群体对社会秩序构成了

巨大的威胁，是新增犯罪的主要来源。然而本研
究发现城市户口群体的再犯比例明显高于农村户

口，主要体现在毒品型再犯和多样型再犯上，这

对于未来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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